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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文化意义管窥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

授   赵毅衡  
 

  什么是符号？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对于人来说，寻找意义是最基本的活动，一旦无需追

求意义，人的意识就终止了。因此，通过符号进行表达和解释，就成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

而被接收者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就是符号。 
  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因为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国外符号学学者至

今将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符号的学说”，这个定义在中文里说不通，在西文中也行之不远。固然，

有不少研究意义的学问，例如逻辑学、修辞学、现象学、阐释学、语言学、文体学、认知学等，

但是从表意到传达再到接收这些环节的一般形式规律来研究意义，在上述所有关注意义的学问

中，符号学最具普遍理论意义与实践品格。 
  而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一切文化问题，分析到底，都是意义

的产生、传播、解释问题。因此，符号学关注的核心领域，就是人类文化；符号学的主要任务，

就是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共通的方法论。从符号学角度讨论文化问题，能对各种文

化活动作出从微观到宏观的解剖，深入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对文化发展趋势提出比较宏观的看

法。符号学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经常被称为“文科的数学”。 
  以当前中国文化面临的迫切问题为例，符号学是理解这些问题的犀利工具。当今中国社会纠

结的意义评判与伦理价值问题，实际上都是意义问题：如果我们只把道德看做是一个社会实际利

益的考量，例如只说“你不救助他人，下次谁来救助你？”就把伦理底线理论实用化了。在伦理

符号学看来，道德更关系人生意义，是做人的根本品性要求，是自我意义构成之必需。再例如，

我们正面临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如虚拟世界与机器人、生态环境问题等。我们一直从地

球与人类生存前景的实际利益来考量这些问题。这当然也有说服力，但是利益的说服力是有限的，

因为利益有当下、短期、长期、超长期之分，不可能让全世界都服从超长期利益。但当我们把世

界看做人类和生物界共享的意义世界，就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人类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符号学不仅是分析文化的工具，符号本身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的重中之重。在早

期人类文明中，符号活动服务于物质活动，调节物质生产，如狩猎的配合、种植的农时。只有在

完成宗教、政治这样的“高级文化”活动和祭祀或宴请时，符号的意义表达才优先地显现。最近

20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
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在当代，个人不仅

作为物质生产者实现人生价值，而且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作为符号消费者取得存在感。 
  从另一个方向看，在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中，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对抗中，对符号意义权的争

夺，超过其他宰制权的控制，对互联网与大数据软实力的掌握，超出对有形物质的需求。在今天，

不仅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无论我们是关心人类的未

来，还是想弄懂我们在各自生活中的幸福和苦恼，不理解符号，就无法弄清这些问题的本质，更

谈不上采取对策。 
  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产业需要靠符号活动来推进，以形成产业文化、商品文化。一个国

家生产缺少品牌与时尚价值的“裸物”，产业就永远处于低级加工阶段。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在

系统的符号意义活动中转化成文化产业，歌舞、体育、影视、旅游这些原先工作之余的消遣，成

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使当今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这



 

第 2页 共 3页 

二者都要靠符号活动来实现，又恰恰都是我国文化经济的短板。对中国消费文化做系统的符号学

研究，刻不容缓。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符号学在中国，如同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样，迅速兴起成为显学的缘由。

这也使得思考当代文化走向的学者，纷纷把符号作为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当今高等院校与符号关

系密切的科目，如传播学、艺术学、影视学、设计学、广告品牌研究等，也纷纷朝着符号学转向。 
  面对如此迫切的需要，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符号学界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能力分析这些

问题，解决这些难点，提出前瞻性的对策吗？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决于有没有足够强大的

理论武器。 
  现代符号学兴起于 20世纪初，但关于人类意义活动的符号学思想，却源远流长：《周易》是
人类第一个用于解释世界的符号体系；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对意义问题有着深入

的思考与激烈的论辩；汉代出现的谶纬术数阴阳五行符号体系，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影响至深；

唐代佛教的唯识学，宋时兴盛的禅宗，则是高度发展的符号思想宝库。这些丰富的精神财产，使

中国堪称符号学大国。 
  符号学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运动，在 20 世纪初开场，此后 100 多年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形
成了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瑞士学者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模式。20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
在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邦维尼斯特等学者手中迅速成熟，为 60 年代结构主义大潮提供了清
晰的理论框架，但也使之长期难以摆脱封闭体系观念。第二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皮尔斯于 20 世纪
初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它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与非人类符号扩展；皮尔斯模式提出了

符号的三相复杂构成，使解释成为符号学的重点。借助于皮尔斯理论，符号学在 20世纪 70年代
演化成开放体系，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他的论述

过于零散、简略，反而给后世留下了发展的可能。第三种模式的建立者是苏联符号学家，开创者

是巴赫金，此后洛特曼等人为首的塔尔图学派给予重大发展。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

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域”理论，始终从大处着眼，但主要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技术色彩较

浓。这三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各有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弱点。语言学

模式由于过于依靠系统的整体性，很难摆脱有机论；逻辑—修辞学模式继承了欧洲修辞学传统，

但也重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苏联符号学派对所谓“三论”的热衷，容易使符号学变成准科学，

而冲淡人文学科的主体性关怀。 
  正由于此，近 30 年符号学在两个方向迅速推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文
化研究的具体课题。最顺理成章与符号学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社会符号学，

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再现与解码理论、布迪厄的

符号资本研究、博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等，都是这种结合广为人知的成绩。他们的主要论辩动力

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符号学本质上也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界

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是符号学文化研究立论的基础。 
  符号学与心理分析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所用的“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

相似；拉康从“能指链”着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而克里斯蒂娃使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性

别研究结合的桥梁；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性别符号学”。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在意识中的生成，关心理解的标准，这与
符号学直接呼应。皮尔斯与胡塞尔都十分关注符号的现象学；梅洛-庞迪是最早朝符号学与存在主
义汇合方向思考的；德里达从符号角度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卡勒与艾

柯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全新的阐发。这是符号学近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方向。 
  符号学与上述三个理论，形成当代文化批评的四大支柱理论，它们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极其

丰富的成果。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学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要建立一个文化符号学，我们采取的方式，一是沿着符号学发展脉络，总结符号学至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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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二是检查今日符号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与其他现代批评

学派以及与中国传统符号理论的结合；三是总结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在这三

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出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然而，一个明显的偏见是，符号学至今仍被国人视为“西学”。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丰富，

亟待系统整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资源进行理论整合，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学理

论体系，以使符号学研究直面当代中国，解决各种迫切的意义问题，推动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崛

起。 


